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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扩散为何难以实现?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宋 伟 吴泽平**

内容提要 技术扩散不仅能提升后发国家及企业的技术水平,

而且也是全球层面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多重政

治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国际技术扩散速度仍较为缓慢,

高端技术外溢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更是难以实现。在输出国

视角下,先发国家为防止关键技术扩散威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产业

优势,继而带来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国内政治压力与财政负担,会通过

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和组建国家间技术联盟等

方式阻碍技术扩散。在接受国视角下,技术吸收能力不足、保护本国

技术自主性和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国内利益集团干预也可能导致接

受国拒绝接受或无法掌握先进技术。从长期来看,技术输出方提供

技术意愿的缺乏和接受方技术吸收能力的低下会相互影响,形成恶

性循环,从而进一步阻碍技术扩散。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技术扩散 先发国家 后发国

家 吸收能力 技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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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国家发展而言持久而重要。罗伯特·吉尔平指出,技术发展

对经济增长、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显著,技术创新则已

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① 技

术进步具有累积性、自我增强性和轨迹可预测性,在“基因”和选择环境的共同

影响下沿着特定的轨道发展。② 彻底的技术创新往往成本高昂,后发国家很难

承受发展新技术和争夺技术主导权的成本,其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

先发国家提供的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吸收。③

从理论上讲,技术扩散似乎是技术从输出方流向接受方的常见过程,部分

后发国家通过接受国际先进技术成功实现了本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例如,20
世纪50—60年代中期,日本通过吸收美国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先进技术的扩散

迅速成为亚洲高技术产业高地;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韩国又通过吸

收美日两国的半导体和机械制造技术实现了技术升级。与此相比,迄今为止,

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并未获得先发国家技术扩散的规模收益。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的统计显示,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及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分别仅占世界总出口额的3.1%、

0.5%和0.08%,三个地区的出口额之和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群体的6.5%。④

2022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前沿科技指数”(The
 

Fron-

tier
 

Technology
 

Index)的排名中,除中国、沙特、马来西亚、巴西四个发展中国

家进入了“高技术水平”群体外,大量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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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80位之后,占据了“中下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的绝大部分。① 因此,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为何国际技术扩散,尤其是针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扩散总是难以实现? 其阻碍因素和机制为何?

企业视角下对阻碍国际技术扩散的经济因素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和完善,

本文将立足国家视角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路径,通过理论分析为主、辅以简要的

现实案例说明的行文方式,分别从技术输出国和接受国两方面阐释阻碍国际

技术扩散的动因和方式,以尝试解答“国际技术扩散为何难以实现”这一核心

问题。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坚持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以政治视角关

注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希望与企业视角下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经济

学研究进行对话和争鸣,尝试对国际技术扩散的阻碍因素进行深度思考。在

案例方面,本文的选取原则是选择能够解释某一理论要素或观点的“典型案

例”和“最可能案例”②,并在每部分理论分析后即提供简要的案例说明,而非进

行单独的比较案例检验。为充分解释理论观点,本文选取案例具有一定时空

跨度,既包含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产业发展浪潮下的非洲和拉美国家,也对

当今国际竞争下的美国有所关注。

一、
  

技术扩散能否顺利发生?

技术扩散是经济学界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国际技

术扩散指一国的先进技术和开发能力通过贸易、对外投资等渠道流向另一国

并为其学习、吸收、复制和改进的过程。③ 国际技术扩散过程涉及企业和国家

两个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企业与国际技术扩散的经济学研究已较为成熟,

因此,本文主要回顾以国家为主体的技术扩散的研究文献。

在企业层面,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是国际技术扩散的直接提

供者,也是国家技术出口或封锁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因而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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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企业层面的技术扩散主要通过“后向联系”

(backward
 

linkages)进 行,通 过“生 产 力 溢 出 效 应”(productivity
 

spillover
 

effect)使东道国企业受益。① “生产力溢出效应”包括纵向溢出和横向溢出,前

者指通过卖出先进设备、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使新技术从跨国公司引入东道

国供应链,后者则指通过当地熟练工人的流动和模仿逆向工程使新技术从提

供投资的公司溢出。② 难以模仿的先进技术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和保持领先

地位的关键环节。③ 在具有高度技术敏感性的行业,领先企业有强烈动机采取

技术保护主义态度。④ 领先企业往往不愿主动将自己的专有先进技术知识转

让给外部接受者,以防培养出潜在的竞争对手,被迅速超越甚至取代。⑤ 领先

企业通过维持在外国子公司或合资企业中的多数股权、加强离职人员保密管

理和打击产业间谍活动与技术窃取等方式避免技术外泄,也实质上导致了国

际技术扩散难以实现。

在国家层面,以国家为主体的技术扩散既有研究呈现出“乐观派”和“谨慎

派”的明显分野,前者认为技术扩散会自然发生并对接受国产生多种积极影

响,后者则关注技术扩散的前提条件及多重影响因素。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

问题是技术扩散为何难以实现,因此,本部分主要聚焦于扩散的过程而非

影响。

“乐观派”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罗伯

特·索洛(Robert
 

M.Solow)提出,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影响,以及封闭经济中资本的边际递减效应会使经济发展最终趋于稳态。⑥

此后,罗斯托(W.W.Rostow)将上述两个假说应用于世界经济,指出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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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在穷国投资的边际收益将高于在富国投资,由此带来技术和知识从富

国向穷国扩散,而穷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教育的扩大和经济机构获得越来

越复杂的能力,可以更好地吸收和传播先进技术,因此,穷国的经济增长率会

快于富国,最终导致穷国与富国生产率的趋同。① 哈佛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

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从“后发优势”视角

解释了技术扩散,认为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在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结

构水平方面的差距,通过引进或模仿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获得较为乐观

的工业化前景。② 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的

政策接受先发国家和企业的技术扩散也并不鲜见。③ 因此,乐观派认为,不管

是技术的输出方还是接受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去进行技术扩散,前者是为了利

润,后者是为了发展。

除经济学研究外,国际政治学界也存在技术转移的“乐观派”,认为技术扩

散会随着时间发展而自然进行。权力转移理论指出,主导经济体的技术创新

会产生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先进技术及其伴生的财富和经济活动趋于从旧的

经济增长中心向新的中心扩散。④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创造力超过了历史上很短的

一段时间”。⑤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主导部门的转移与先

进技术的扩散是导致英美霸权转移的重要原因。⑥ 结构现实主义进一步阐述

了国际政治竞争带来技术扩散的因果机制,指出国际体系结构对技术扩散也

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激烈的国际竞争会增加国家领导人对本国安全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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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从而使其更愿意加快技术采用速度;①另一方面,根据肯尼思·华尔兹的社

会化理论进行推导,通过自发的效仿会形成有利于技术扩散的环境,进一步促

进体系内其他国家间的技术扩散。② 有关技术扩散的国际政治分析聚焦于无

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相互模仿与学习,这种扩散最终会导致势力均衡局面的

出现。与经济学中的乐观派一致,对技术扩散持有乐观看法的国际政治分析

也忽视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竞争对于技术扩散可能产生的阻碍作用。

除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外,大量亚非拉后发国家仍处于贫困和低水

平发展中,并未实现与先发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方面的趋同。因此,

部分学者对技术扩散的态度相对“谨慎”,开始关注到技术扩散的进程受到来

自技术输出方、传播和技术接受方的多种复杂因素的阻碍。新墨西哥大学教

授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认为,技术扩散包括创新、沟通

渠道、时间和社会制度四项必备要素,分别对应着输出方、传播和接受方三方

面。③ 首先,输出方对于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及技术开发并投产的年限对技术

扩散的效力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其次,输出方和接受方信息交换及沟通的方式

和成本决定了先进技术传输的效果。埃弗雷特·M.罗杰斯指出,大众媒体对

于增加先进技术和创新的受众面作用突出,是最为迅速和有效的传播渠道。⑤

而国家间技术转移的资源成本则影响着技术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若前期工

程技术交流、工程建设费用以及研发人员开支过高,输出方和接受方都可能拒

绝或中止技术扩散。⑥ 最后,技术接受国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是学界

关注的焦点,其受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一,接受

国的人力资本存量限制了其对于外资和技术的吸收能力,即存在一个人力资

本存量的最低门槛水平,在该门槛水平之上,对外投资及先进技术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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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通过其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交互作用而增强。① 其二,接受国的本土研发

活动可以增加对前沿技术的熟悉程度,刺激创新;也可以促进对隐形知识的理

解与吸收,有利于对先进技术的模仿。② 此外,技术接受国的经济规模及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水平、③对外来技术的政策、④政治因素(政权稳定度和游说团

体)、⑤地理毗邻性、⑥与先发国家的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相似度⑦也均会影响

后发国家的吸收能力与先发国家的扩散意愿。

总结而言,这些研究仍然是比较碎片化的。首先,对影响接受国技术吸收

能力的因素的研究并不充分。例如,同样的经济规模、地理毗邻性和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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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接受方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的结果却大相径庭。20世纪80—90年代中

期,尼日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地理毗邻性与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

家差异并不大,但吸收了占非洲大陆2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且迅速建立了

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非石油制造业和电信产业。① 巴西和智利两国地理相邻,

且自20世纪中期后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军政府统治,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上都依

赖于美国企业。然而,巴西相对成功地吸收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等公司提供的计算机生产技术,在小微型计算机制造方面有所突破;智利则未

实现先进技术的内化,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其次,有一些研究变

量并非初始变量。例如,关于“游说团体”的研究,参与游说活动的主体是因先

进技术进入而利益受损的群体。从根本上看,群体利益的分配是由该国经济

结构和发展方式决定的;国内利益的分配又直接受到政府产业政策导向的影

响。因此,目前学界对“游说团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刻。总之,现有的“谨慎派”

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过于碎片化,大多只是探讨了某个单一因素对

于技术扩散的影响,而且对于阻碍因素的研究过于侧重客观因素,对于相关政

府和企业在阻碍技术扩散时可能采取的主动行为缺乏系统的分析。

综上,技术扩散可以促进接受国创新能力和生产率的提升,对世界整体经

济发展和技术革新也有所助益。然而,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发展事实来看,技

术扩散都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生产率趋同过程。“谨慎派”的研究表明,在

经济、政治等诸方面要素综合影响下的,技术扩散的实现面临着来自输出方和

接受方两方面的多重阻碍因素。然而,“谨慎派”仍遵循经济学研究视角,缺乏

对国际政治博弈及各国主动应对方式的关注。在输出国视角下,一方面,技术

提供国和接受国间的双边关系会影响前者提供先进技术的意愿;另一方面,技

术输出国对技术转移的管控能力及方式也需要进一步探究。在接受国视角

下,除静态的技术吸收能力研究外,对政府发展导向、国内利益团体活动及政

策执行机构的能力的关注也仍显不足。本文将结合现实案例,对上述问题分

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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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输出国阻碍技术扩散的动因与方式

国际技术扩散是先进技术通过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合作交流及

技术援助等形式,从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传播的过程。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

可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且损害先发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导致国内政治压力和

财政负担。为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和产业优势,先发国家往往通过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及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建立国家间技术联盟四种方式阻碍国际技

术扩散,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技术霸权国,美国是典型代表。

(一)
  

先发国家阻碍技术扩散的动因

1.
 

实力转变的忧虑与产业竞争压力。技术扩散与实力转变之间的关系长

期以来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中某个部门的激进创新会

对国家整体经济产生溢出效应,推动其成为技术霸权国;同时该部门的技术创

新也会在全球经济中扩散,而原来的技术霸权国很难长期保持创新的速度,最

终会走向衰落并让位于新的霸权。① 吉尔平指出,军事和经济技术由较先进社

会向欠发达社会扩散是一种历史趋向,也是国际体系中相对实力再分配的重

要原因。② 一方面,国际技术扩散会带来生产网络的国际转移,从而形成新的

国际生产中心,重塑国际力量结构;③另一方面,技术扩散为崛起国从其他国家

进口军事技术及设施提供了机会,直接影响了霸权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

知。④ 因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技术优势,维持自身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

霸权或领先地位,先发国家会阻止本国先进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向竞争对手的

技术扩散。

对国内而言,向后发国家转移先进技术也可能导致本国产业受损,损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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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关行业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对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和政治压力。20世纪

6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

期”理论,描绘了高收入或节省劳动力的新产品率先在美国生产,然后扩展到

其他先进经济体,最后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过程。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

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将“产品生命周期”置于世界贸易的现实之

中,指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北方国家将创新型技术转移到南方国家意味

着该行业的竞争优势也随之转移。随着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垄断地位的丧失,

北方国家在短期内会经历收入下降,且必须进行新产品和新行业的技术创新,

否则将最终失去竞争优势。② 简言之,对他国的技术转移会提高他国相关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本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本国产业发展。

本国产业竞争力和效益的降低会直接导致相关行业的工人失业和企业破

产,一方面,会增加政府的补贴和社会保障负担;另一方面,罢工和抗议活动也

会给当局带来较大的政治压力。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地理和利益高

度集中化、潜在收益或损失巨大的压力集团可以对政府政策带来较大压力与

影响。③ 为应对和预防政治压力,政府可能会通过各种措施阻断技术转移和技

术扩散。例如,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力量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

联合会(AFI-CIO)通过游说和示威等活动,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

中断与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也在一定程

度上回应了其诉求,客观上阻碍了中美间的技术扩散。④

2.
 

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当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战略合作关系时,技术扩散

相对容易。例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西欧国家的经济复兴、美国和英

国决定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这样的技术扩散是为了打造更强大的盟友

以应对共同威胁。在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对不

同国家技术出口的等级差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全球国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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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BDE四类:①A类为美国紧密的战略伙伴,包括瓦森纳参与国、导弹及其技

术控制制度参与国、澳大利亚集团和核供应集团中的大部分国家;B类为较少

限制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中国香港);D类为受关注的国家(如中国、俄罗

斯);E类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如古巴、朝鲜)。② 美国技术出口的强度和种

类从A类到E类显著减少。

即便是盟友之间,技术扩散也是有限度的,一方面,供应国要避免技术通

过盟友外泄给敌国;另一方面,盟友之间同样存在实力地位的竞争和经济利益

的竞争。尽管美国大力支持西欧复兴,但为防止关键技术通过西欧国家输出

到苏联和中国,1977年,美国国防部长批准了《布西报告》,且将计算机网络技

术、集成材料等15种技术列入禁运范围。美国要求巴统对最重要的技术实行

“绝对管制”,一旦任何巴统参与国允许美国的主要技术输出到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都要限制该国进一步获得战略技术。对于中立国,则严格限制对其的技

术转让。③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高科技产业逐渐崛起,美国政府和企业也同

日本展开了技术竞争、限制某些技术的扩散。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

日本半导体企业大规模集成电路(LSI)生产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龙头企业德

州仪器要求,除非通产省同意其在日本设立独资子公司,否则拒绝向日本企业

公开基尔比专利实施权,这严重阻碍了日本大规模集成电路产品的出口和国

际市场销售。④

(二)
  

先发国家阻止技术扩散的方式

先发国家阻止技术扩散的方式主要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限制、知识

产权保护及建立国家间技术联盟四种方式。首先,出口管制指先发国家通过

设置禁止清单或发布禁令的方式切断关键产品向特定国家的流动。一般情况

下,出口管制的商品是涉及关键技术、对象国无法自给自足的“非竞争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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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口管制条例原文将国家分为ABDE四类,C类在文件中为保留的空白

类,无内容。
BIS,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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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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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03,
 

2018,
 

https://www.bis.doc.
gov/index.php/documents/regulations-docs/2255-supplement-no-1-to-part-740-country-groups-1/file,

 

2024-
09-25.

崔丕:《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1—142页。
冯昭奎:《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赶超与创新:兼谈对加快中国芯片技术发展的思考》,《日本学刊》

2018年第6期,第6页。



或“瓶颈产品”,同时,对象国也很难从替代伙伴处获得该产品。① 其次,投资审

查及限制指先发国家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和立法等形式对流向特定国家对本国

投资实行的严格审查和限制,对阻止技术扩散效果突出。外国直接投资是技

术扩散的首要渠道,先发国家投资的海外公司同时具备技术纵向溢出(vertical
 

spillover)和横向溢出(horizontal
 

spillover)的可能性。② 再次,知识产权保护

指先发国家通过设立知识产权审查机构和立法等形式,对本国创造与发明、艺

术作品和商业策略等无形资产进行所有权认定和收益权保护,主要分为版权、

专利和商标三大部分。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减少了公平贸易中的技术

泄漏风险,增加了需要获得先发国家同意的许可证和合资方式;另一方面,规

范了被许可方的行为,减少了其合同叛逃和模仿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有效减少

竞争国对本国关键产品及高新技术的剽窃和模仿,减缓甚至阻止先进技术的

非正式扩散。③ 最后,建立国家间技术联盟指一国拉拢其盟友和友好国家建立

针对某种关键技术或产品的生产及供应团体,通过将竞争对手排除在该联盟

外来阻止本国及盟友先进技术的外泄和扩散。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的霸权国,在面临中国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带来

的竞争压力时,综合运用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和建立

国家间技术联盟四种方式阻止本国技术向中国扩散。半导体行业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核心与基石,能够较好解释美国阻止先进技术扩散的方式。

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国首先通过将中国龙头科技公司纳入“实体清单”

(Entity
 

List)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生产的尖端芯片,此后又直接限制半导

体材料和生产辅助设备出口,以阻碍中国的芯片自主研发和生产。2016年3
月和2018年4月,美国政府两度将中兴通讯纳入“实体清单”,基本阻断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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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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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向中兴出口的直接和间接途径。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Depart-

ment
 

of
 

Commerce)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严格限制其采购美国生产的芯

片,并禁止其新产品使用美国系统及应用程序。①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

部将基于美国软件和技术得出的半导体设计、基于商务部管制清单中(Com-

merce
 

Control
 

List,
 

CCL)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所制造的产品,也纳入出口管制

范围。② 此后,美国又联合其盟友对多种半导体材料及芯片生产设备的对华出

口进行了严格管制。2022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对设计全栅场效应晶体管

(GAAFET)结构集成电路所必须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金刚石和氧

化镓为代表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实施出口管制。③ 随后,又要求英伟达

(NVIDIA)等公司限制向中国出口两款被用于加速人工智能任务的最新两代

旗舰图形处理器(GPU)计算芯片A100和 H100。④ 2023年3月,美国联合荷

兰政府,要求阿斯麦尔(ASML)停止向中国出售DUV浸润式光刻机,2024年

初,阿斯麦尔又被禁止向中国出口NXT:2050i和NXT:2100i光刻系统。⑤

在投资审查及限制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机构建设和一系列立法,一方面阻

止了美国半导体公司对华投资,另一方面也对中国通过资本运作对美国企业

的渗透保持着高度警惕。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

代化法案》(FIRRMA),明确了关键技术和产业的范围以及强制申报的义务,

并设置了单向阀门以阻断中国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方式获取美国先进技术资产

的渠道。⑥ 2022年8月,美国政府推出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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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releases/3158-2022-10-07-
bis-press-release-advanced-computing-and-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controls-final/file,

 

2023-1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22年9月1日)》,2022年9月5日,ht-

tp://cz.mofcom.gov.cn/article/zytz/202209/20220903345534.shtml,2023-11-03。
柴雅欣:《“围栏筑墙”将反噬美国自身》,2024年2月5日,参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

www.ccdi.gov.cn/yaowenn/202402/t20240205_326956.html,2024-05-0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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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5841—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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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ht-
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5841/BILLS-115hr5841pcs.pdf,

 

2023-11-02.



and
 

Science
 

Act
 

2022),禁止接受美国联邦补助的企业在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

威胁的特定国家扩大或建设先进半导体的新制造能力,有效期为10年;同时

要求加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科研安全保障,禁止外国人才招聘计

划。① 2023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修

正案《对外投资透明度法案》(OITA),该法案要求,在半导体制造、微电子学、

人工智能等国家关注的部门,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多种形式投

资均须在不晚于投资前14天,以及在交易完成后14天内,向美国财政部申报,

并协调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审查。②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领先全球,是将知识产权

纳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倡导者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签署推

动者。一方面,在《版权法》《专利法》《兰纳姆法》等知识产权法规下,美国创立

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并通过贸易调查、民事和刑事诉讼及国际合作强

制执行,有效减少了外国企业的技术窃取及侵权行为。在半导体行业,2018
年,美国司法部起诉福建金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中国台湾联华电子,称其联

手非法获取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设计和制造先进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的商业机密,并立即联合美国商务部限制对金华公司的技术出口。③

2021初,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针对侵犯美国阵列基板和驱动电路技术

两项专利,对京东方及其子公司展开“337”调查。④ 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USTR)每年都会针对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发布特别301报告,

专门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达标的国家名单,分为观察名单(WL)、优先

观察名单(PWL)和优先外国(PFC)三类,按严重程度递增,以供其决定是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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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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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贸易制裁。① 2023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中国、俄罗斯等七国列入

了优先观察名单,表示将十分谨慎地处理与这些国家的技术合作及转让。②

在组建国家间技术联盟方面,美国积极构建以“芯片四方联盟”(Chip4)为

首的供应链联盟,禁止中国参与其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从而阻止了先进技术向

中国扩散。半导体是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供应链支柱的重要组成内

容。2022年3月,美国提出联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构建芯片四方联盟,希

望将四国在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优势集合起来,打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半

导体供应链体系,重塑美国芯片供应链韧性。③ 同时,美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

合提出“友岸外包”概念,试图将半导体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设施转移至以欧洲

和韩国为代表的“秉持共同价值”的国家,减少对中国生产设施的过度依赖。④

综上,在感知到竞争对手技术产业发展对自身构成威胁时,先发国家为维

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技术优势,会通过实施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限制、

知识产权保护及建立国家间技术联盟四种方式阻止本国先进技术的国际扩

散,展现了技术输出国方面对国际技术扩散的负面影响机制。

三、
  

接受国阻碍技术扩散的原因

国家间的技术扩散是先进技术从先发国家(输出国)向发展中国家(接受

国)转移的复杂过程,直到受方掌握该技术才结束。在供方愿意提供先进技术

的条件下,受方也可能出于多种原因拒绝接受或无法掌握该技术,最终导致技

术扩散的失败。受方未能接受技术扩散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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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国技术吸收能力不足

先进技术只有适合接受国的经济和社会需要,才能够被接受国成功的学

习和内化,继而成功实现技术扩散。① “吸收能力”是目前学界考察技术接受方

是否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的核心概念,同时也影响着先发国家与跨国公司转移

技术的意愿。② 在以国家为对象的研究中,“吸收能力”指后发国家学习并内化

先进技术与知识诀窍的能力③,是当地技术水平、社会体制结构和人力资本影

响的技能密集度以及当地创新能力的适当结合④,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能力”

(social
 

capacity)和“东道国特征”(the
 

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⑤ 吸收能

力强调东道国某一时间点上各方面的客观水平,相比后两点原因,技术层面的

分析主要涉及到的是客观的、被动的因素,即接受方可能“有心无力”。

基于现有研究,影响吸收能力因素有八点:(1)
 

知识水平壁垒与生产率差

距。东道国在技术发展历史过程中积累的知识水平是影响吸收能力的直接因

素。⑥ 若东道国知识水平过低,会形成对先进技术的知识水平壁垒,并导致与

先发国家或跨国公司巨大的生产率差距,从而难以引进并学习先进技术。⑦

(2)
 

人力资本与教育水平。高素质的人力储备能够加快吸收现有知识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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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需要达到最低人力资本门槛水平,才能从技术转移中受益。同时,受

过良好教育的人能成为优秀的创新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人力资本,加速

技术扩散的进程。① (3)
 

基础设施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的完

备度是生产活动能否正常开展和投资回报率高低的直接影响因素,间接影响

了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流量。② (4)
 

地理位置。地理上的毗邻便利了

区域间产品和技术的流动。③ 对于地理上并不相邻的国家而言,技术传播的速

度和质量随与技术提供者的距离增加而减弱,中等技术的交互频率每1000公

里衰减73%。④ (5)
 

政治稳定性。东道国政治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政府换届无

序且频繁、骚乱和内战频发。政治上高度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技术输出方对东

道国未来投资环境和发展趋势的看法,导致外国投资和项目的减少甚至中断,

从而严重阻碍了先进技术的进入。⑤ (6)
 

社会文化因素。有学者指出,与先发

国家有相似“基因”联系的国家与先发国家有着存在高度的社会互动和合作,

可能更容易接受创新和先进技术转移。⑥ “基因”包括语言、商业运作环境、公

司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特征。先发国家和跨国公司往往更偏向于向使

用英语、商业环境透明和人才选拔公开的国家提供技术,而尽量远离语言不

通、裙带关系盛行、腐化成风的国家。(7)
 

能源行业的挤出效应。对能源出口

国而言,能源行业比例过大会带来“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效应,影响非

能源行业尤其是技术性行业的发展。⑦ 同时,能源出口带来的高额利润削弱了

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具有风险的技术产业的动机,从而间接影响了后发国

家的技术吸收。(8)
 

专职技术机构的执行能力。技术接受国为长期统筹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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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发展,往往会设置负责技术发展的专职机构。这些专职技术机构

是接受国技术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运作效率和行政能力直接影响了外来先

进技术能否进入并被当地企业吸收。发展中国家技术机构未能较好贯彻执行

技术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设置的专职技术机构数量不足,难以完

成贯彻技术政策的任务;二是专职技术机构过于冗余,彼此之间关系紧张甚至

陷入对抗,或是陷入腐败寻租之中,难以做出公正的审查;三是某些专职技术

机构过分依赖于特定领导人的支持,当遭遇领导人下台或政府换届后,该机构

的实际职权迅速萎缩,变为“空壳”机构,难以完成原有任务。

技术接受国往往在上述多个方面存在不足,共同导致该国技术吸收能力

低下。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作为技术吸收能力低下的

三个典型案例,在上述八个方面各有其突出的不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SA)

地区长期以来面临着外来投资少、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在1980—1998年经

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仅

为59%,远低于发展中国家672%的平均水平。① 外来投资的缺乏意味着鲜有

国家愿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开展项目,因此,先进技术很难向该地区扩

散。撒哈拉以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政治稳定性低和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吸

收能力不足是根本原因。首先,非洲大陆远离经济发达的亚欧和北美地区,资

金、产品和技术人员转移的成本和风险过高。其次,非洲国家政治稳定性低,

内战和武装冲突频仍。1952—2022年间,非洲一共发生了200起以上的军事

政变,卢旺达、刚果等国均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南苏丹的暴力冲突也仍在

持续,严重损害外方投资信心。最后,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的基础设施较少,可靠性也较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农村公路网密度

仅为每平方公里55公里,人均电话拥有量仅为亚洲的1/10,而电信系统故障

率则是亚洲的三倍。②

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外来投资不同,墨西哥人力资本水平低下

和生产率差距过大,难以学习和吸收外来技术。20世纪70—80年代,信息政

策机构陷入冲突与腐败之中,难以执行政府发布的计算机发展规划,因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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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水平仍较为低下。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研发投资十分拮据,无力承担计

算机人才的培养工作,而外国公司提供的培训课程多以为本地生产培养基本

技工为目的,难以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导致墨西哥计算机工程师的短缺和人

力资本水平的低下。① 高技能人才的短缺导致墨西哥本土公司与外来企业存

在巨大的技术壁垒和生产率差距。1970年,墨西哥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

素生产率分别只达到美国公司的39%和60%,而在墨经营的外国公司的增加

值和总产出也达到本土公司的两倍多。② 另外,自1970年起,墨西哥就成立了

众多专职政府机构来负责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但执行能力均较为低下且难以

存续。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CONACYT)是墨西哥国家计算机发展战略中的

第一个重要机构,被设计为政府与科学界对话和交流的中心,既作为公共部门

机构(从部委到国有控股公司)在所有科学和技术问题上的义务顾问,也负责

向科学技术机构提供的额外资金和后勤支持。1985年后,随着大力支持国家

科学技术理事会的总统德拉马德里卸任,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的资源日益减

少,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也逐渐式微。③ 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信息技术政

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分为了规划和预算部(SPP),以及商业和工业发展秘书处

(SECOFI)两派。1983年,规划和预算部下设了国家统计、地理和信息研究所

(INEGI),作为政府信息学采购和使用的中央协调者和监督者。然而,随着

1985年后国家统计、地理和信息研究所领导层的变化,该机构开始频发干预甚

至决定政府部门的采购计划和本土公司投标的参与,陷入寻租和腐败之中。④
 

几乎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自由化政策转向导致商业和工业发展秘书处完全结

束了原有业务,改为促进个人电脑的降低与扩散,政策影响力大大降低。⑤

委内瑞拉技术吸收能力不足的原因则较为复杂。首先,与大多数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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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管理手册中强调的“一般性”、“理性”和“非人格化”原则不同,委内瑞拉

企业长期以来形成了强调“特殊性”“个性”和“家长式作风”的管理模式。① 其

次,委内瑞拉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常常任命家庭成员担任企业关

键职位,招聘和晋升员工的程序非常不规范,劳动力技能和培训也相当缺乏。

大多数家庭成员专业技能不足,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难以胜任企业内引进和

学习先进技术的职位,因而又造成了熟练工人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问

题。最后,委内瑞拉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挤占了金属加工业等其他工业部

门的研发支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石油年出口量在1.1亿吨左

右浮动。2013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额约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98%。② 由于

强大的“国家冠军”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
 

De
 

Venezuela
 

S.
 

A.,
 

PD-

VSA)的存在,石油行业缴纳了约占政府财政收入60%的税收,其创造的石油

利润近八成归政府所得。③ 石油行业严重挤占了金属加工业和电子信息行业

的研发支出。1985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委内瑞拉石油技术研

究有限公司(INTEVEP
 

S.A.)占据了委内瑞拉政府研发总支出的46.34%,显

著阻碍了其他行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④

(二)
  

保护本国技术自主性和政治经济安全

发展经济学认为,先发国家提供的技术的发展水平远高于接受国的行业

技术水平,先进技术的自由进入会挤占接受国的市场空间,阻碍本土相关行业

技术的发展。因此,接受国政府往往会实行“新兴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

政策,控制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流入,为本国自主技术的发展留足时间和空间。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德国经济

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19世纪初首次提出“新兴产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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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的观点。① 发展经济学家、挪威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埃里克·斯坦菲尔

德·赖纳特(Erik
 

Steenfeldt
 

Reinert)则关注到富国先进技术自由流入对穷国

工业基础的负面影响,强调穷国在发展初期需要通过贸易保护才能建立报酬

递增的制造业,继而通过培育创新能力和产业间协同效应走向富裕。②

另外,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会改变当前国际竞争的模式和格局,继而可能影

响接受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颠覆性技术”概念最初来源于哈佛商学院教授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对企业发展的研究,指从中低

端市场切入、破坏在位者市场地位的意想不到的技术创新。③ 随着美国国防高

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建立及对军事层面颠覆性技术开发的成功,目前颠

覆性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受关注。与现有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具有另

辟蹊径改变技术轨道的演化曲线,能够带来出乎意料的颠覆在位者的破坏性

效果。④ 军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作战模式和规则,信息领域的

颠覆性技术则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甚至导致国家未来发展受制于人。因此,接

受国也可能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考虑,拒绝竞争对手或敌对国家

开发的颠覆性技术进入。

1.
 

巴西对计算机行业实施“市场保留”政策。20世纪70年代,巴西对本

土计算机行业的保护政策是为发展本土产业而拒绝接受先进技术的经典案

例。由于技术门槛的存在,巴西的大型计算机及复杂软件等较高端市场完全

由外国技术控制,因此,小微型计算机成为巴西本土计算机产业发展的突破

口。1977年,巴西政府推出了被称为“市场保留”的保护主义政策,将小型和微

型计算机市场完全留给本土公司,限制进口和外国投资的进入,且规定当地公

司未经政府许可不得私自获取外国技术。⑤ 1978年,巴西又将“市场保留”政策

扩展到中型计算机市场。1982年,巴西政府又要求出售给政府机构的软件必

须在政府注册,每两年重新注册一次,以确保软件开发技术及商业化权利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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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拒绝外国公司开发的可替代的软件的进入。① 1984年,巴西国会通过了

《信息产业法》,标志着计算机保护主义政策达到顶峰。一方面,该法确认了国

家干预经济和参与生产活动的合理性,鼓励巴西本土技术发展,限制进口和跨

国公司投资;另一方面,建立了由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共同组成的“国家信息产

业和自动化委员会”(CONIN),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信息学与自动化计划,每

三年提交一次总统批准,并由国会每年进行评估。②

20世纪70—80年代巴西严格执行“市场保留”政策,这几乎阻断了所有大

型跨国公司的计算机技术转移,本土小微型计算机生产开始蓬勃发展。1977
年,巴西主管技术许可证发放的“电子数据处理统筹委员会”(CAPRE)拒绝了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大型跨国公司申请小型计算机生产特许权的所有

议案,转而选择了希德信息(SID
 

Informática)、蓝波(Labo)和埃迪萨(Edisa)三

家本土公司。③ 美国通用数据公司也与巴西政府谈判失败,放弃了将专利、蓝

图和通用技术转让给巴西计算机行业的“国家冠军”巴西计算机旗舰公司(Co-

bra)。④ 1981年,巴西国产系统占比已达60%,进口系统占比仅为7%。⑤ 1982
年,本土公司分别占微型、小微型、小型和中型计算机安装价值的67%、91%、

13%和1%。“市场保留”政策对小微型计算机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

用,但也使巴西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错失了跨国龙头公司的先进技术,丧失

了向半导体等更高技术环节升级的先机。

2.
 

美国等西方国家禁用华为5G技术。禁用华为5G技术则是美国政府

担忧颠覆性技术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5G技术是数字时代重要的颠

覆性技术之一,美国及多个盟友为防止中国通过5G技术的扩散窃取其国家机

密、危害其国家安全,因而禁止华为开发的5G技术及通信设备进入。与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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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网络相比,5G技术的访问控制权限正在扩大,且在边缘网与核心网必须选

取相同的供应商,因此接受5G技术需要在网络安全方面冒更大的风险。① 目

前,华为是行业内唯一能够提供包括商用5G客户终端设备(CPE)在内的端到

端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厂商,技术成熟度比同行至少领先12—18个月,其5G技

术水平远超西方国家竞争企业。② 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在

5G技术层面的竞争定义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认为主导5G技术的国家将在

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拥有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③ 北约合作网络防御

卓越中心(CCDCOE)发布了《华为、5G和安全威胁》报告,也对以华为为代表

的中国通信技术公司与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表示怀疑和担忧,指出有必要寻

求华为的替代技术,以防止陷入独家供应商的困境。④

基于对华为5G技术安全性的顾虑,2018年来,美国及多个盟国相继禁止

了对华为5G技术的本国应用,仅禁止程度有所差异。2018年8月11日,澳大

利亚政府颁布了对华为5G技术的禁令,成为了“五眼联盟”中第一个彻底将华

为5G技术排除在本国之外的国家。⑤ 2019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关于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的行政命令》,事实上对来自中国的

5G技术颁布了禁令。⑥ 同年7月,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明

确规定,禁止联邦机构负责人采购华为和中兴等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提

供的电信设备或服务。⑦ 韩国和日本紧追美国的脚步,也于2019年颁布了对

华为5G技术的限制措施。韩国军方移除或更换了使用的所有华为设备,企业

方面则采取总体限制的策略,除乐喜金星 U+(LG
 

U
 

Plus)外,韩国大型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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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已不再使用华为5G技术。① 日本政府则将华为列入了贸易管制警戒名

单,同时对企业层面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管。② 2020年,法国政府拒绝续签华为

5G设备的许可证,实际上将使华为逐步退出法国移动网络市场。③ 2022年,英

国政府对华为5G技术的态度呈现出负面转向,要求立即禁止在5G网络中安

装新的华为设备,并在2027年底前将华为设备从5G网络中完全移除。④

通过对20世纪70—80年代巴西计算机行业的“市场保留”政策和2018年

后以美国为首对西方国家禁用华为5G技术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接

受国认为一项外来先进技术会挤占本土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时,

会出于保护本国技术性产业和政治经济安全的考量,拒绝该技术向本国扩散。

(三)
  

国内利益集团的干预

先进技术的进入和发展在为接受国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和发展机遇之

外,也会放大东道国国内的不平等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苏珊·斯特兰

奇和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指出,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

致其子公司和东道国本土企业之间谈判能力的不平等,进而损害劳资关系。⑤

事实上,先进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损害旧有技术的盈利能力,引发其背后利益集

团的抗争。成员聚居、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会通过游说、诉讼、干预选举和开

展社会运动等方式向政府进行抗议和示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对于

先进技术的态度,从而阻碍先进技术的扩散。

1.
  

南非工会组织和企业对工业自动化技术的抵制。南非大量低素质劳动

力的抗议导致了工业自动化技术在该国传播缓慢。有研究指出,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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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某些高重复性、低创造性岗位对劳动者产生替代效应,导致低素质劳动力

的失业,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冲击更为显著。① 2014年,南非的工作年龄人口

约为2000万人,占总人口的65%左右。面对计算机化和工业中的自动化,

2008—2014年间,南非大多数低技能行政职业和普通工人的就业岗位出现

了明显萎缩,其中,接待员和信息员岗位减少了19%,建筑业和维修工人岗

位减少了15%,摩托车修理工岗位减少了10%。同时,自动化对不同种族的

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有色人种的失业风险远高于白人,进一步激化了南非长

期存在的种族矛盾。② 预计到2030年,南非将有13%的现有工作被自动化

取代。③

面对自动化普及可能带来的失业危机,南非工会组织和企业通过对政府

的游说和抗议以保护工人权益,最终导致了南非自动化技术进步缓慢。南非

工会有着悠久的抗议传统,近年来,矿工和建筑工人联合会(AMCU)兴起,多

个产业工会分裂并离开了南非工会大会(COSATU)。④ 当失业危机突出时,

相关工会的抗议活动也随之增加,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另外,南

非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均存在势力强大的企业,其现任者会通过对政府机

构及官员的游说阻止威胁到其现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因此,南非虽然是非洲

数字经济的先行者,参与制定了“泛非人工智能非洲蓝图”规划,但其自动化技

术的传播和普及仍十分落后。金属、机械和设备(MME)产业和自动汽车及组

件产业是南非工业基础相对良好、自动化技术应用空间较为广阔的重要产业,

但目前南非政府尚未推出针对这两个行业的智能制造政策。事实上,上述两

个产业的发展重点是产业链上游采矿和基础零件制造,下游的多元化金属制

造和汽车生产环节技术落后⑤,目前在南非尚看不到大规模自动化应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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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2.
  

美国油气利益集团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抵制。近年来,美国传统产油州

和石油利益集团对电动车技术扩散的抗议是国内利益集团干预技术扩散的典

型案例。虽然其并不属于国际技术扩散的范围,但在此将其展示,可更为充分

地说明强大利益集团是如何干预甚至阻断先进技术扩散进程的。2021年,拜

登政府推出《重建更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3B)法案,将给予每辆电动汽

车7500美元的税收优惠,由美国工人联合会(UAW)制造、电池也由美国制造

的汽车则在此基础上可获得进一步税收抵免。① 2022年8月,拜登又签署了

《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其中25E和30D条款规定,

购买电动汽车可申请最高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② 2021年8月,白宫发

布声明,称将实现2030年美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50%的目标。③ 2023年4

月,美国能源部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2032年电动汽车渗透率需达67%。

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必然会损害传统汽车制造业和油气公司的利益,导

致油气利益集团通过多种形式抵制电动汽车的发展。2024年6月,美国最大

石油产业团体美国石油业协会(API)联合美国国家玉米种植协会、美国农业事

务联合会及六家汽车经销商,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美国环保署(EPA)

2024年3月推出的车辆排放新规超越了国会授予的权限,会严重损害燃油车

和传统混合动力车企业以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

更为突出的是,美国共和党长期主导的“红州”多为油气生产州,传统汽车

制造业较为发达,因而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尤为排斥。2022年,怀俄明州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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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r.gov/documents/2024/05/06/2024-09094/clean-vehicle-credits-under-sections-25e-and-30d-transfer-of-
credits-critical-minerals-and-battery,

 

2024-08-16.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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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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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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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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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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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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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6.



引入立法,要求到2035年禁止销售电动汽车。① 2023年9月起,产油重镇得克

萨斯州将对电动汽车征税,消费者需要在购车时支付400美元的初始税,往后

每年需要缴纳200美元的税款。据测算,德克萨斯州对电动汽车的收费标准

已达燃油车的3倍以上。② 2024年3月,俄克拉荷马州通过3994号法案,禁止

未获得经销商拍照的公司销售汽车,可能导致自行销售汽车的电车头部品牌

特斯拉退出该州市场。2024年6月,代表27个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起诉了美

国环保署,与企业和石油贸易团体一起对抗排放规定。

综上,企业及利益集团的活动会减缓电动汽车技术的落地速度,而州层面

的反对则会阻碍电动汽车普及的广度,二者共同导致了美国电动汽车行业渗

透率低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特斯拉等头部企业开发电动汽车技术向美国全国

范围的扩散。2023年,美国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为7.3%,远落后于中国

31.6%的渗透率。

总之,在输出国愿意提供先进技术的条件下,接受国并不一定愿意且能够

学习并接受该项技术。一种情况是接受国认为该项技术于己有益,但因为一

些因素导致吸收能力不足,无法学会新技术,例如,知识水平壁垒与生产率差

距、人力资本与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不足、地理位置偏远、政治稳定性差、

社会治理腐败低效、能源行业的挤出以及专职技术机构的执行能力低等等。

另一种情况是,接受国认为该项技术对国家安全、本土产业或特定群体可能造

成威胁,因而拒绝新技术进入本国。

结  语

技术扩散指先进技术通过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合作交流及技术

援助等形式,从输出方向接受方传播,并为接受方学习和吸收的过程。国际技

术扩散可以提高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但在现实中常面临着供方和受

111

国际技术扩散为何难以实现?

①

②

State
 

of
 

Wyoming,
 

“SJ0004-Phasing
 

Out
 

New
 

Electric
 

Vehicle
 

Sales
 

by
 

2035,”
 

February
 

7th,
 

2023,
 

https://wyoleg.gov/Legislation/2023/SJ0004,
 

202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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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30.



方的阻碍。作为先进技术输出方,先发国家为防止关键技术扩散威胁本国的

产业优势和国家安全,继而引发国际地位下降和国内政治压力与财政负担,会

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及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和组建国家间技术联盟四种方

式阻碍技术扩散。另外,在输出国愿意提供先进技术的条件下,接受国也可能

由于客观技术吸收能力不足、保护本国技术自主性和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国内

利益集团的干预三方面的原因,拒绝接受或无法掌握该技术,最终导致技术扩

散的失败。无论是从输出国还是接受国出发,满足任何一条路径都将导致技

术扩散的难以实现。从长期来看,技术输出方拒绝提供先进技术会阻碍接受

方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接受方吸收先进技术能力和意愿的缺乏也会降低先

发国家和跨国公司提供先进技术的意愿,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当下正处于开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

键时期,在全球经济中同时扮演着技术提供者和技术接受者的角色。作为技

术提供者,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出口和研发合作的过程中,要保护自身

核心技术机密不外泄,在与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紧密相关的航空航天、精密制

造、人工智能等领域保有核心自主技术。作为技术接受者,一方面,面对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寻求技术合作,拓展获

得先进技术的替代性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应不断提高本国人力资本和基础设

施水平,增强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企

业和科研机构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做出统筹规划。同时,也要注意对外来技术

的性质及影响进行甄别,在确保不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

极有序有度地接受外来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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